
 

顺势而为？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主动变革
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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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数字化转型成为组织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

了组织的工作方式和流程，还对员工的行为产生极大影响。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

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2）工

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分别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3）工作不安全感和

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中起着链式中介作用；（4）组织支持感正向调节工作不安全感

和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5）组织支持感通过调节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使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

塑的链式中介作用得到加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培养员工的变革意识和能力；提升

员工的工作重塑意愿；加强员工的组织支持感；营造适度的工作不安全感。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主动变革行为；工作重塑；工作不安全感；组织支持感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 − 1124(2024)01 − 0072 − 14

DOI：10.12181/jjgl.2024.01.07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企业是否可以在百舸争流的复杂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一定程度上依赖于

员工的主动变革行为[1]。主动变革行为是以变革为导向的角色外行为，是对当前的工作流程、程序和政策

等提出质疑，进而带来建设性变革，实现组织功能性改变的行为[2]。目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不断深入融

合，以区块链及云计算为基础的数字化转型优化了企业的运营流程，也使得组织环境变得更加不确定[3]，数

字化转型成为组织管理的热点话题，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4]。数字化转型是企

业采用数字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等）对其业务模式、产品或服务、运营流程、管理方式等进行全面升级

的过程[5]，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企业发展环境，除了给企业带来技术改变和升级之外，还会促进更深层次的

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员工的角色和行为也会发生巨大变化[6]。随着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更多的新技术被引入，业务模式被改变，员工们需要积极适应和学习新的数字技术，调整工作

方式和思维模式，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学习能力和变革意愿，以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冲击[7]。

已有的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领导风格（如包容型领导、授权型领导和精神型

领导等）、员工心理认知因素（如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心理授权、心理所有权等）等方面[3，8，9]，从组织变革层

面（如数字化转型）进行探讨的实证研究甚少。目前，数字化转型对员工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企业员工面对 
 

收稿日期：2023 − 11 − 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新疆城乡居民美好生活需要与消费升级研究”（22BJY237)；校企合作招标项目“新疆企业数字

化管理人才能力评价与应用研究”（2023SLC001）。
作者简介：史青（1972—），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通信作者简介：高亮亮（1997—），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第 35 卷第 1期 西  部  经  济  管  理  论  坛 2024 年 1 月
Vol. 35, No. 1 West Forum on Economy and Management Jan. 2024

72

http://dx.doi.org/10.12181/jjgl.2024.01.07


数字化转型是否能“顺势”（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而为”（实施主动变革行为）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探

究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其必要性，对二者关系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

义。目前，数字化转型对员主动变革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尚未得到验证，明确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

为之间的关系以激发员工主动变革行为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任务，本研究试图对此进行论证。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面临资源实际或潜在损失时，会产生消极的心理感受[10-11]。当员工面临数字化

转型的冲击时，会担忧自己的资源被损耗，从而产生工作不安全感[12-13]，进而会为了减少资源损失实施有利于

组织发展的角色外行为[14]。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员工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会对工作内容及关系边界加以

重塑[15]，实施主动变革行为[16]。数字化转型可能使工作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员工产生工作不安全感，有了工作

不安全感的员工会对工作内容与关系边界进行重塑，进而实施主动变革行为[17]。因此，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

重塑可能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中介机制，并且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也有

可能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这个链式中介得以实现。

对员工而言，组织支持感作为重要的个体资源[18] 可以增强员工对工作不安全感的适应能力和进取心，员

工也会为了获得更多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源增强工作重塑意愿[19]。因此，组织支持感可能是影响工作不安

全感与工作重塑关系的重要边界条件，同时也可能是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工作不安全感来影响工作重塑，进

而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重要边界条件。

综上，本研究拟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员工

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回答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以及怎样影响（工作不安全感、

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的链式中介作用）、何时影响（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等

问题。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第一，验证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丰富数字化转型在组织行为

学领域作为前因变量的研究；第二，引入中介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工作重塑和调节变量组织支持感，揭示数

字化转型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为组织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激发员工主动变革行为

提供理论依据。第三，在实践上，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趋势下有效激发员工主动变革行为提

供参考。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

员工倾向于遵循既有的工作方式，对新技术的应用持保守态度[20]。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企业运

营和管理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相较于传统的工作方式，数字化转型对员工的技能要求大大提升，员工

被数字技术和设备取代的风险加大，竞争压力也随之增大[21]。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在面临压力、威胁或

损失时，会倾向于保护和获取资源，极力避免资源被进一步损耗[11]。当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压力和挑战时，员工

会进行资源投资，以降低资源损耗和减少威胁[10]，并且会寻求策略去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主动获

得新的知识和技能，满足数字化转型的工作要求[5]。同时，数字化转型也为员工提供了获得更多资源的机会

和途径，激发了员工的创新意识和积极性[22]，给员工带来积极的心理体验，促使员工形成增值螺旋，使员工更

愿意实施主动变革行为[11]。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设备、数字技术的引入使员工在工作中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员工为

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并且继续留任组织，除了做好组织规定的任务之外，还会主动寻求改变[23]。此外，数字化转

型伴随着新技术的引入和业务模式的改变，员工已有技能可能变得过时，要想保持竞争优势，与数字化转型进

程保持一致，员工必须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学习能力和变革意愿[9]。在此背景下，员工更容易产生主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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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3]。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H1：

H1：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

 （二） 工作不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工作不安全感指员工对未来工作前景的担忧以及对工作环境中威胁到自身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工作条件

恶化、就业机会减少、薪酬降低）的感知[13，24]。数字化转型重构了企业的业务流程，技术的变革和组织结构的

调整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一些常规的工作任务不再需要人工来完成[25]，导致有的岗位变得多余，部

分员工面临资源损失威胁，对当前的工作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产生不安[26]。同时，面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威胁

和挑战，员工需要掌握新的技术和工具，承担新的角色和职责，但是在短时间内员工较难做到熟练运用新技术

和工具，这样就会导致员工心理压力增大，产生挫败感和工作不安全感[27-28]。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工作不安全感会让员工感觉到威胁，产生一定的压力，然而并不一定对员工产生消极

影响，相反，员工面对压力会实施有利于组织发展的行为，如创新行为[17]。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当个体资源面

临损失时，会产生压力反应，在压力情境下，个体会尽力获取新资源，以减少自身资源的净损失[10]，真心实意地

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实施有利于组织发展的行为[29]。此外，员工感到工作不安全感时，为了增加自身的竞争

力，可能会有意识地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尝试提出新的创意和解决方案，以改善工

作流程和组织绩效，进而提升自己在组织中的价值[3]。同时，产生工作不安全感的员工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

工作环境，会主动采取行动来改变自身状况[14]。综上所述，工作不安全感可能会激发员工主动变革行为，促使

员工主动寻求机会，学习新技能，努力创新并改进现有工作方式，以保护资源并适应不稳定的工作环境。据

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H2：工作不安全感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通过正向影响

员工工作不安全感来正向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

 （三） 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工作重塑指员工主动调整工作方式和工作认知，使自己满足组织需求，工作重塑是个人改变工作意义和

塑造新工作身份的一种途径[30]。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韧性[6]。在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下，员

工会对自身的工作环境做出积极回应，并且对以往的工作模式进行重塑，以适应数字化转型趋势[31]。此外，在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为优化组织环境会重新评估员工技能，员工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技术和数字能力才

能更好地应对工作任务[21]。数字技术的巨大冲击会让员工产生紧迫感，资源较少的个体为提高自身技能会有

意识地学习数字技术，积极主动地获取资源，提高自身竞争力并参与工作重塑，以缓解工作压力[12]，实现自身

和组织共赢[14-15]。

寻求资源是工作重塑的主要特征之一[32]。员工在寻求资源时会增加工作投入，提升职业满意度和任务表

现[33]。当员工想通过工作重塑获得更多的资源时，其除了完成常规的工作任务之外，还会主动承担更多的角

色外行为，更积极地应对工作任务和内容的变化，创造性地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并根据组织发展需要改善工作

流程，推进个体和组织变革[34]。同时，工作重塑会促进员工对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行更新，推动员工突破陈规，

进而产生主动变革行为[35]。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H3：

H3：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通过正向影响员工

工作重塑来正向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

 （四） 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重塑的链式中介作用

员工在面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工作不安全感时，可能会积极地寻求机会，提升自身工作重塑的意愿，以适

应新的工作环境、工作要求和保护自身资源[14]。同时，工作重塑会让员工工作认知发生改变，员工会更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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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工作内容和实现工作目标的方法[29]，进行自我反思并寻找改进工作的措施，实施有利于组织发展的积极行

为，提高自身职业竞争力[17]。综上，数字化转型会让工作环境、技能需求等发生改变，导致员工产生工作不安

全感，为了获取新的资源，员工会积极适应新的工作要求，重塑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认知，实施主动变革行

为。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4：

H4：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通

过正向影响工作不安全感进而正向影响工作重塑，最终正向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

 （五） 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组织支持感指的是员工对组织重视其贡献和福祉的总体知觉和信念。员工感知的组织支持可以加强员

工对组织的情感依恋，促使其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36]。组织支持感不能完全消除工作不安全感，但能减轻

工作不安全感带来的不利影响，感受到组织支持的员工会提高自己的忠诚度和满意度，并实施有利于组织发展的

行为[37]。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工作不安全感会给员工带来一定的压力，处于压力之下的员工会损耗一定的资源，当

员工感知到组织的支持时会对自身已损耗的资源进行弥补，组织资源越多越能帮助员工积极改变工作现状，

对现有工作产生全新认知[38]。已有研究表明，工作不安全感会使员工产生挑战性压力[14]，拥有高组织支持感

的员工会对组织心存感激，会将压力视为动力，努力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化危为机，危中求进，更好地利

用个人资源去适应工作环境的变化，并且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重塑自己的工作。相反，拥有低组织支持

感的员工会将工作不安全感视作一种阻碍性压力，工作重塑意愿低[19，39]。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5：

H5：组织支持感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重塑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重塑的正向作用

随组织支持感增强而增强。

此外，数字化转型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产生的间接作用可能会随组织支持

感的高低不同而有所不同，据此，本文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假设 H6：

H6：组织支持感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重塑产生正向影响，进而调节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重塑在数字

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即对高组织支持感的个体，该链式中介作用更强，对低组

织支持感的个体，该链式中介作用相对较弱。

综上，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工作不安全感 组织支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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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收集

在设定问卷时，为了让被调查者更好地了解数字化转型，本研究在问卷开头对数字化转型进行了详细介

绍，并设置题项“您是否受到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包括“是”和“否”两个选项）。本研究于 2023 年 8 月中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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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Credamo 平台向北京、上海等多家企业（包含互联网、电子、通信等行业）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为企业员

工。为排除可能不认真作答的情况，提高问卷填写质量，在问卷最后设置了特定的甄选项，如调查对象未按要

求选择，则拒绝此问卷。2023 年 9 月中旬共获取样本 549 份，剔除不合规问卷后，共筛选出有效问卷 451 份，

问卷回收率为 82.15%。样本基本信息如表 1所示。

表 1    样本基本信息分布

变量 选项 频数（人） 比重(%)

性别
男 230 51.00

女 221 49.00

年龄

25周岁及以下 20 4.44

26~35周岁 209 46.34

36~45周岁 175 38.80

46周岁以上 47 10.42

学历

高中及以下 33 7.32

专科 98 21.73

本科 242 53.66

硕士及以上 78 17.29

工作年限

0~5年 142 31.49

6~10年 185 41.02

10年以上 124 27.49

岗位级别

普通职员 275 60.98

基层管理者 137 30.38

中层管理者 30 6.65

高层管理者 9 1.99

企业成立时间

不足3年 19 4.21

3~6年 51 11.31

7~9年 133 29.49

10年以上 248 54.99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114 25.28

民营企业 244 54.10

其他 93 20.62

企业员工人数

100人以下 19 4.21

100~499人 157 34.81

500~999人 217 48.12

1000人以上 58 12.86

企业所处行业

互联网、游戏、软件行业 158 35.03

电子、通信、硬件行业 165 36.59

其他 128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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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调查对象 51.00% 为男性，49.00% 为女性；年龄方面，有 46.34% 的员工为 26~35 周岁，

36~45 周岁员工的比例为 38.80%；从学历分布看，被调查者中本科学历的员工最多，占比 53.66%；工作年限方

面，工作年限为 6~10 年的员工最多，占比达 41.02%；从岗位级别看，普通职员人数最多，比例为 60.98%；在企

业成立时间方面，在成立 10 年以上的企业就职的员工最多，共计 248 人，占比为 54.99%；在企业性质方面，在

民营企业就职的调查对象人数最多，共有 244 人，比例为 54.10%；在企业员工人数方面，在 500~999 人规模的

企业就职的调查对象最多，共有 217 人，比例为 48.12%；在企业所处行业方面，在电子、通信、硬件行业就职

的调查对象人数最多，共有 165人，比例为 36.59%。

 （二） 变量及变量测量

本研究包括主动变革行为、数字化转型等变量，采用已有成熟量表，运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进行测量

（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

（1）自变量数字化转型。采用池毛毛等[40] 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共 3 个题项，包括“我所在企业正在使用

数字化技术对工作模式进行改变”等。该量表的 Cronbach's ɑ值为 0.912，信度良好。

（2）因变量主动变革行为。采用 Morrison 和 Phelps[41] 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共 10 个题项，包括“我经常

提出建设性建议来改进公司的运作方式”等。该量表的 Cronbach's ɑ值为 0.938，信度良好。

（3）中介变量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工作不安全感采用 Hellgren 等[42] 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共 7 个

题项，包括“我面临被解雇的可能”等。这个量表的 Cronbach's ɑ值为 0.921，信度良好。工作重塑采用

Slemp 等[43] 研发的量表进行测量，为满足研究需要，选用量表中的任务重塑维度，设置了 5 个题项，包括“在

工作中，我会主动承担额外工作任务”等。该量表的 Cronbach's ɑ值为 0.890，信度良好。

（4）调节变量组织支持感。采用 Eisenberger 等[44] 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共 8 个题项，包括“公司会顾及

我的福利”等。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24，信度良好。

（5）控制变量。被试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岗位级别、所在企业成立时间、企业员工数、公司

所处行业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因此本文将以上因素纳入分析，以提高研究质量。

 三、实证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利用 SPSS25.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有 5个，且第一个未旋转因子可以解释总变异量的 39.755%，在可接受范围内，说明模型同源偏差不严重。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 AMOS23.0软件对 5个变量维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2。从表 2可知，五因子模型的

拟合指标（χ2=616.233，df=485，χ2/df=1.271<3，NFI=0.941>0.9，IFI=0.987>0.9，TLI=0.986>0.9，CFI=0.987>

0.9，GFI=0.924>0.9，RMSEA=0.025<0.050）明显优于其他因子模型，表明 5个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拟合 因子组合 χ2 df χ2/df NFI IFI TLI CFI GFI RMSEA

五因子模型 1、2、3、4、5 616.233 485 1.271 0.941 0.987 0.986 0.987 0.924 0.025

四因子模型 1、2+3、4、5 1542.826 489 3.155 0.853 0.895 0.886 0.894 0.756 0.069

三因子模型 1+2+3、4、5 2365.309 492 4.808 0.775 0.813 0.798 0.812 0.672 0.092

二因子模型 1+2+3+4、5 3280.492 494 6.641 0.688 0.722 0.701 0.721 0.573 0.112

单因子模型 1+2+3+4+5 4681.841 495 9.458 0.554 0.582 0.552 0.580 0.454 0.137

　　注：1.数字化转型；2.工作不安全感；3.工作重塑；4.主动变革行为；5.组织支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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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从表 3 可看出，数字化转型与工作不安全感显著正相关（r=0.353，P<0.01），数字化转型与工作重塑显著

正相关（r=0.421，P<0.01），数字化转型与主动变革行为显著正相关（r=0.550，P<0.01），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重

塑显著正相关（r=0.456，P<0.01），工作不安全感与主动变革行为显著正相关（r=0.456，P<0.01），工作重塑与主

动变革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r=0.586，P<0.01）。以上分析结果对研究假设具有初步验证效果，为进一步分析

提供了支持。

表 3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1.性别 1.49 0.50 1

2.年龄 2.55 0.74 −0.036 1

3.学历 2.81 0.81 0.023 −0.054 1

4.工作年限 3.19 1.43 −0.076 0.769** −0.072 1

5.岗位级别 1.50 0.71 0.014 0.298** −0.129** 0.269** 1

6.企业成立时间 3.35 0.84 0.069 −0.153** 0.145** −0.101* −0.416** 1

7.企业性质 2.05 0.88 0.114* 0.066 −0.130** −0.001 0.101* −0.066 1

8.企业员工人数 2.70 0.74 −0.053 −0.01 0.014 −0.018 0.072 −0.059 0.04

9.企业所处行业 2.53 0.99 −0.005 −0.012 −0.078 0.057 0.023 −0.001 −0.044

10.数字化转型 3.67 1.19 0.079 −0.009 0.125** 0.007 0.131** −0.001 0.04

11.工作不安全感 3.28 1.04 0.029 0.002 0.149** 0.012 0.104* 0.029 −0.027

12.工作重塑 3.45 0.97 0.033 −0.019 0.063 −0.044 0.086 −0.053 −0.096*

13.组织支持感 3.49 0.98 0.001 −0.043 0.006 −0.022 0.066 −0.016 −0.095*

14.主动变革行为 3.44 0.96 0.015 −0.03 0.172** −0.024 0.08 −0.064 −0.018

变量 M SD 8 9 10 11 12 13 14

1.性别 1.49 0.50

2.年龄 2.55 0.74

3.学历 2.81 0.81

4.工作年限 3.19 1.43

5.岗位级别 1.50 0.71

6.企业成立时间 3.35 0.84

7.企业性质 2.05 0.88

8.企业员工人数 2.70 0.74 1

9.企业所处行业 2.53 0.99 −0.045 1

10.数字化转型 3.67 1.19 −0.008 −0.038 1

11.工作不安全感 3.28 1.04 −0.027 0.041 0.353** 1

12.工作重塑 3.45 0.97 0.013 0.037 0.421** 0.456** 1

13.组织支持感 3.49 0.98 −0.015 −0.016 0.317** 0.445** 0.468** 1

14.主动变革行为 3.44 0.96 −0.05 −0.007 0.550** 0.456** 0.586** 0.463** 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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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 SPSS25.0 多元线性回归进行主效应和工作重塑中介效应检验。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回归分

析按照以下步骤展开。

 1. 主效应与工作不安全感、工作重塑中介效应检验

在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岗位级别、公司成立时间、公司性质、公司员工人数、公司所处行业等

控制变量的影响下，由表 4 的模型 1 可知，数字化转型对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38，

P<0.001），假设 H1 成立；由模型 2 和模型 3 可知，数字化转型对工作不安全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28，

P<0.001），数字化转型对工作重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24，P<0.001）；由模型 4 可知，将数字化转型与工

作不安全感同时纳入回归分析，工作不安全感对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93，P<0.001），且数字

化转型对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减弱（β=0.442，P<0.001），表明工作不安全感部分中介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

变革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 H2 成立；由模型 5 可知，将工作重塑和数字化转型同时纳入回归分析，工作重塑

对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32，P<0.001），且数字化转型对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减弱（β=0.354，

P<0.001），表明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3成立。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主动变革行为 工作不安全感 工作重塑 主动变革行为 主动变革行为

性别 −0.026 −0.002 0.011 −0.025 −0.031

年龄 −0.02 −0.009 0.062 −0.017 −0.047

学历 0.115 0.115 0.004 0.082* 0.113**

工作年限 −0.019 −0.001 −0.110 −0.018 0.029

岗位级别 0.006 0.104 0.031 −0.025 −0.007

企业成立时间 −0.086* 0.052 −0.049 −0.101* −0.065

企业性质 −0.023 −0.028 −0.122** −0.015 0.029

企业员工人数 −0.053 −0.027 0.018 −0.045 −0.06

企业所处行业 0.019 0.057 0.056 0.002 −0.005

数字化转型 0.538*** 0.328*** 0.424*** 0.442*** 0.354***

工作不安全感 0.293***

工作重塑 0.432***

R2 0.325 0.149 0.202 0.398 0.474

△R2 0.310 0.13 0.184 0.383 0.461

F 21.177*** 7.723*** 11.159*** 26.354*** 35.97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双尾）。
 
 

采用 Hayes 开发的 SPSS 插件 PROCESS4.0 程序中的 Bootstrap 法和 model 4 分别检验工作不安全感和

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值 Boot SE
95%的置信区间

Boot LLCI Boot ULCI

数字化转型→工作不安全感→主动变革行为 0.096 0.022 0.057 0.144

数字化转型→工作重塑→主动变革行为 0.183 0.033 0.124 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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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知，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工作不安全感→主动变革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0.096，所对应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 [0.057，0.144]，置信区间不包含 0，假设 H2 得到进一步验证；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

工作重塑→主动变革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0.183，所对应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 [0.124，0.252]，置信区间不包

含 0，假设 H3得到进一步验证。

 2. 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的链式中介效应

采用 Hayes 开发的 SPSS 插件 PROCESS4.0 程序中的 Bootstrap 法和 model 6 检验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

重塑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6。由表 6 可知，在“数字化转型→工作不安全感→工作重塑→主动变革

行为”路径中，模型的间接效应为 0.035，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 [0.020，0.054]，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在数字

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中，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假设 H4 得到验证。
 
 

表 6    链式中介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值 Boot SE
95%的置信区间

Boot LLCI Boot ULCI

数字化转型→工作不安全感→工作重塑→主动变革行为 0.035 0.009 0.020 0.054
 
 

 3. 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分层回归法和 PROCESS4.0 的 Model 91 验证调节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由表 7 的模型

6 可知，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重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53，P<0.001）。在模型 6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组织支

持感、组织支持感和工作不安全感的交乘项构成模型 7 和模型 8。由模型 7 可知，组织支持感显著正向影响

工作重塑（β=0.324，P<0.001）；由模型 8 可知，工作不安全感与组织支持感的交乘项对工作重塑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β=0.160，P<0.001）。由图 2可知，组织支持感越高，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重塑的影响越大，这表明组织支

持感正向调节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假设 H5得到验证。具体调节效果如图 2所示。

表 7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工作重塑

性别 0.030 0.030 0.030

年龄 0.044 0.063 0.048

学历 −0.009 0.015 0.029

工作年限 −0.098 −0.099 −0.089

岗位级别 0.032 0.023 0.018

企业成立时间 −0.061 −0.054 −0.060

企业性质 −0.098* −0.068 −0.043

企业员工人数 0.025 0.026 −0.001

企业所处行业 0.021 0.035 0.032

工作不安全感 0.453*** 0.306*** 0.294***

组织支持感 0.324*** 0.319***

工作不安全感×组织支持感 0.160***

R2 0.227 0.309 0.333

ΔR2 0.209 0.292 0.315

F 12.905*** 17.879*** 18.255***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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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可知，当组织支持感处于较低水平时，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的链式间接效应不显著（β=0.004，

Boot 95%CI =[−0.010，0.019]，该区间包括 0）；当组织支持感处于高水平时，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的链式

间接效应较强（β=0.041，Boot 95%CI= [0.022，0.066]，该区间不包括 0）。上述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水平越

高，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中起到的链式中介作用就越强，即产

生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同时，高组织支持感和低组织支持感的链式中介效应差值为 0.037，对应的置信区间

为 [0.015，0.063]，不包含 0，两者存在显著差异，H6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 8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分组统计

数字化转型→工作不安全感→工作重塑→主动变革行为

链式间接效应值 Boot SE
95%的置信区间

Boot LLCI Boot ULCI

低组织支持感 0.004 0.007 −0.010 0.019

高组织支持感 0.041 0.011 0.022 0.066

差异 0.037 0.012 0.015 0.063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第一，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寻求新的运营模式，要求员工具备

更高的数字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员工的个体心理资源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耗，员工会实施有利于组织发展的

角色外行为（如主动变革行为）去保护资源免受损失。

第二，工作不安全感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在数字化转型的背

景下，面对工作方式、技能需求等方面的变化，员工会对自身资源损失产生担忧，进而产生工作不安全感，产

生工作不安全感的员工为了不被组织淘汰会实施主动变革行为。

第三，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在面对数字化转型时，

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和岗位需求，员工会主动进行工作重塑，实施主动变革行为。通过工作重塑，员工可

以获取积极的心理资源，增强变革驱动力。

第四，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中起着链式中介作用。在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工作岗位的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引发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加大员工资源损失的可能性。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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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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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倾向于采取积极的适应策略，会对以往的工作模式进行重塑，使自身心理资源得到

提升，进而为了组织和个人获得更好的发展实施主动变革行为。

第五，组织支持感正向调节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的关系，进而影响上述链式中介作用。个体产生工

作不安全感后会尝试采取一些保护资源的行为来应对压力，当组织提供足够的支持时，产生工作不安全感的

员工会倾向于采取更积极、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工作重塑。组织支持感越高，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在数字

化转型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就越强。

 （二） 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是企业发展中需要重视的问题。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

策建议。

第一，培养员工的变革意识和能力。数字化转型需要员工具备新的知识和技能，同时需要员工拥有足够

的变革意识和积极性，因此，企业需要在技能培训方面下功夫，给予数字能力低的员工更多的组织支持，使其

获得更多的组织和心理资源，助力员工提高技能和变革意识。

第二，提升员工的工作重塑意愿。组织应提高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提供数字技能和知识培训，

帮助员工掌握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技能和知识，激发员工工作重塑行为，让员工的个体资源实现增益，促使其积

极实施角色外行为，助推企业快速发展。此外，组织应形成鼓励创新和变革的文化氛围，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发

展机会，提高员工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第三，加强员工的组织支持感。组织支持感作为重要的个体资源，是数字化转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能够

帮助员工发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会，更好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企业应该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使员工心理上得到满足，更好地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

第四，营造适度的工作不安全感。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员工可能会感到不安和担忧，企业需要加强员工

安全感管理，并营造有利于员工发展的工作环境。同时，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员工在新工作环境下产生不安

全感时会实施积极的角色外行为，因此，组织应该在特定工作环境下营造适度的工作不安全感，促使员工实施

有利于组织发展的行为。

本研究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

样本数据均由企业员工填写，共同方法偏差很难完全排除，且样本数据来源于同一时点，未来可增加领导对员

工的评价，并且在不同时点获取数据。第二，样本数据来源范围有限。未来可以拓宽样本数据获取范围，提高

研究的可信度。第三，本文证实了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以及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效应，未来可

以考虑探讨其他变量在数字化转型和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关系中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第四，本文只探讨了

数字化转型对个体因素的影响，未来可探讨数字化转型对组织因素的影响，进一步丰富数字化转型在组织行

为学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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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zing the Opportunity? a Study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on Employees' Proactive Change

Shi Qing     Gao Liangli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Xinjiang 830012, China）

Abstract: Amidst the rapid evolution and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pursuit  of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strategic endeavor in organizational advancement. This transformative process not only

revolutionizes  the  operational  methods  and  procedures  within  organization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employees'

behaviors.  Drawing  on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and  limitation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acting employees' proactive behavior. The research yield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Digital transform-

ation substantially  fosters  employees'  proactive  behavior;  (2)  Job insecurity  and job crafting independently  act  as  partial

mediators in  link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employees’  proactive  behavior;  (3)  Job insecurity  and job crafting collect-

ively play a sequen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ees’ proactive behavior; (4) The percep-

tion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job insecurity and job crafting; (5) Organiza-

tional  support  intensifies  the  sequential  mediating  role  of  job  insecurity  and  job  crafting  by  moderating  the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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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se factors. Based on these research outcomes,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a-

tions: nurturing employees' adaptability and readiness for change; enhancing employees' inclination towards job crafting;

reinforcing the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mong employees; and fostering an appropriate sense of job insecurity

with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proactive change；job remodeling；job insecurity；sense of organizational sup-

port

[ 编校：  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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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utilizes data from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spanning 2010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sample. Examining

executive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delves into the impact of executives' R&D background on the sustainabil-

ity of innovation while also investiga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hortsightednes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an executive's

R&D background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s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Furthermore, shortsightedness partially

mediates  the  impact  of  an  executive's  R&D  background  on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indicating  that  an  R&D-oriented

background promotes sustainability by mitigating shortsightedness. In conclusion, the article recommends that companies

intensify efforts to bring in and nurture executives wi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ackgrounds,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

ance of ongoing sustainable innov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 executives' R&D background；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shortsightedness；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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